杨帅：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归纳
简介：
杨帅，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村金融与土地问题。

正文：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与归纳。选这个题目的主要原由是自2007年进入人民大学跟随温老师学习以来，参与了若干个社科重大、重点及各类项目，项目组成员在温老师的指导下集体形成了许多乡村治理机制方面的理论创新。大部分创新性的观点已经收录入《三农与三治》这本文集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参考。下面，我就自己的理解，大概从四个方面简要加以归纳：一个核心、两种理性、三大机制、四个支撑。

（一） 一个核心：应对外部风险问题
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风险问题，不管是中国的农村，还是外国的农村，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风险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只不过在传统的乡村，更大的风险可能是家庭的生计安全和生存风险；村庄作为家庭的外延，也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村庄面临的各种风险问题。到了近现代以来，造成风险的一个本源性的原因是市场的风险，当然还有社会治理的风险，其他领域的风险等等，但本源性的风险仍然是市场风险。因为市场是资本往乡村扩张的主要渠道，对乡村形成挤压，对生态造成破坏。因此，当代乡村各种主要风险的本源就是产生于市场风险，这是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二）两种理性：群体理性VS个体理性
如何应对外部风险呢？东西方在应对时，有两种不同的理性行为特点，这两种理性产生于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之中。温老师提出了以土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的分析框架。两种不同的文明最终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
一种是西方主流学科所说的个体理性的逻辑。其特点，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个体在应对风险的时候，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其背后隐含的思路就是成本转嫁的思路，就是让自己承担最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个人是如此，个人凝结起来的企业是如此，再上升到国家层面也是如此，所以在个体理性下形成的必然是不断将风险往外转移、将成本向外转嫁的逻辑体系。
当然，西方自身的社会科学体系内部，已经对这种个人理性的逻辑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主要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建立在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基础上的范式，它是从形式逻辑出发建立的一种范式。
跟西方相对的就是东方社会产生的群体理性，这个东方社会不仅包括中国和东亚，马克思描述的亚细亚形态里面的印度村社也是这样。他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中，要在地理、气候等各种约束条件下，应对各种风险，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积贮防灾等，这决定了其必然是一种组织化的生产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群体化的社会生活模式，由此就产生了群体化的理性行为特征。
群体理性的基因是家庭。家庭理性就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外部风险。传统社会里面家庭最大的风险就是生存风险。其中，足够的粮食消费是个基本的问题。所以，虽然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的市场收益相比有差异，但从事不同生产的家庭成员之间并不会按照各自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因为，家庭考虑的是所有成员的生存。根据劳动的边际贡献来做分配是市场的逻辑，而在家庭里面是平均分配的逻辑。这里，我们所说的平均是相对的，因为受文化的影响男女会有所差别，但整体上家庭成员之间是一个平均分配的逻辑。这个平均的逻辑就是为了保证家里面所有的成员都能生存，在这种生存的逻辑下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整体化的理性特征，即家庭理性。
当这种整体性的理性特征外延到自然边界确定的村社范围内的时候，就形成了村社理性。即以村社作为整体去应对各种外部性风险问题，包括各种自然风险、兵匪过境、以及各种灾害性风险等等。

（三）三大机制：风险内部化、收益社区化、要素再定价
既然应对风险有两种不同的行为特征，那就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风险的机制。西方个体理性下形成的是个人不承担代价而获取最大收益的机制，所以就是风险外部转移的机制。而东方群体理性下派生的是做为整体应对外部风险，将外部性风险内部化处理的机制。这是三大机制的第一个。
当然，风险内部化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所以能够凝聚成这样一个群体、并维持这个群体的存在，进而保证这种群体理性发挥作用，在群体内部就要有一种有别于市场竞争体系下的物竞天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式，即社区化的分配方式，或者把它概括为收益社会（社区）化。风险内部化机制是要靠这个机制作为经济支撑的。但是，由于近现代以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不断往乡村挤压和延伸，破坏了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并导致乡村人、财、土地三要素日益流出（或流失），使乡村没有了收益的来源。因此，要在当代重建风险内部化机制，首先就要解决收益的问题。
当前，我们看到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即包括乡村生态、文化等在内的空间资源的价值凸显出来，所以就产生了第三个机制，就是要素再定价的机制。空间资源再定价，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其实，在生态要素再定价的同时，原来留守在乡村、不被工业劳动力市场看好的“残值劳动力”群体也获得了再定价的机会。也就是说那些留守的老人、妇女群体，他们作为一种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其价格也随着生态价值的发现而被重新发现，包括他们身上附带的各种文化，生态化耕作的经验，传统的传承等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都变成可以被市场定价的要素。
因此，当代乡村应对风险，有赖于三个机制发挥作用。包括：风险内部化机制、收益社会（社区）化机制、以及当前条件下的要素再定价机制。三个机制互相协调，互为支撑。而这三个机制性的作用要落地，要靠四个方面的支撑。

（四）四大支撑：成员权、双层PPP、三级市场、“金山银山”本位
成员权。第一个最根本的支撑就是成员权，成员权跟集体经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所说的集体经济是体现成员权收益的集体经济，而成员权收益的真正实现也要靠集体经济产生收益。在中国，成员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为在历史的条件下，产生了村社成员共同生活的状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地方工业化（乡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成员权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在当前，成员权仍然是我们讨论农村经济制度的前提约束，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性的约束，是其他制度的根本。
双层PPP设计。成员权的实现，是和集体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代集体经济在长期的去组织化改革过程中，曾趋于弱化。特别是当村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固化到成员手中，其他的资源性资产大部分也是在分户使用时，集体经济就失去了资源性资产这个基础。随着2005年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到十九大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每一年对乡村都有大量的建设投入，这样就有大量新的公共资产沉淀在乡村。这种政府投入形成的公共资产，就是新时代可以被活化的、集体经济的重要资产来源。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形成第二个支撑，即通过双层的PPP设计，重新建立集体经济，重新激活农村资源型资产。
第一层PPP是在国家投入与乡村集体之间形成的。首先，国家的公共性的财政投入是典型的公共投入，所以是有Public（公共）性质的。当国家投入到乡村，它的所有权可以保留在国家手里，收益权和使用权可以交给农村集体，而将最后的收益权作股量化到村内成员。这样，村集体作为一个单位就占有了国家投入带来的收益，相对村外而言这种产权是有排他性的，而且在村内也是做股量化到集体成员，由成员个体占有收益的，所以它相对国家的投入就有Private（私人）的性质。这是第一层的PPP。
第二层PPP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外投资主体之间形成的。在形成第一层PPP的过程中，集体以国家的投入产生的集体性收益，吸引村内成员入股配资，调动农民的资源型资产入股或者资金的投入，这样就使得成员再次回到集体经济。当回到集体经济之后，产生的收益在村内又是对村内成员进行社会化分配的。因此，当新型集体经济重新建立起来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相对于外部的投资主体来说就有公共性：集体作为一个Public和外部投资者的Private之间就形成了第二层的PPP结构。
三级市场。在这两层PPP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地发育三级市场。当然，三级市场的一二级市场和双层PPP是有重叠的。三级市场近期讨论的非常多，在此不再赘述。可以参考已发表的两篇文章，《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中国软科学》2018.12）、《空间资源再定价与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金山银山”本位。前面所有的设计落实的基础上，最终要依靠“金山银山本位”，完成中国货币发行生态化转型。所谓“金山银山”本位，实际上就是货币的发行机制由原来的外储发行，回归到或部分回归到以我们国家主权可控的资源为锚定物发行货币。马克思说，“货币天然是金银”，从逻辑上来看，既然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那么“金山银山”也能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  
那么，依靠“金山银山”本位发行货币的障碍在哪呢？主要问题是，如果是在分散状态下，由一个一个的农村成员分散占有资源，并跟外部主体进行个体化交易，大量分散的交易过程所产生的收益就很难被国家有序地加以利用，将其作为货币发行的一个依据。简言之，就是交易费用问题。所以只有在前面三个支撑真正落到实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建立双层的PPP，进而发育完善三级市场，那么就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逐级的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解决了前提性的问题，“金山银山”本位就有条件落到实处。在乡村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吸纳国家增发的货币，并在三级市场的交易中形成货币放大的乘数效应。
在此基础上，中国就能够彻底地摆脱依赖于外储发行所形成的顺周期的风险：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外汇同步下降影响国内货币发行，对逆周期做多的调节政策形成制约；反之，经济顺周期上行的时候，外汇同步增多，国内又必须要对冲增发过量的货币，在传统产业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增发的货币会大量流向投机部门，造成经济的虚拟化。这种顺周期的风险在过去的二十年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金山银山”本位不仅对乡村，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